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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ＣＨＩＰＳ）

数据分阶段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进行测度和分解，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
显示，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农村贫困率下降主要得益于土地政策的内生性改革；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年，农村贫困率仍在迅速下降，经济增长因素起了主导作用，但边际收益在下
降。尽管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农村地区实施了开发式扶贫与社会救助“双轮驱动”的反
贫困模式，但贫困率下降幅度不大，从贡献率来看，主要是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被分
配因素的不合理带来的负向效应部分抵消。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农村贫困率有小幅上
升，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因素对贫困的降低程度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是由于
扶贫瞄准机制所发挥的收入分配效应不高，导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素的复合贡
献率在下降。纵观农村三十多年的反贫困战略和路径，本文发现，经济增长因素是
主导，随着贫困率和贫困缺口率的反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因素缓解贫困的贡献率
将会上升。政府应从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尺度上来优化农村
反贫困的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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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经历了由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内生性体制改革（１９７８－
１９８５年）到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异军突起”（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再到开发式扶贫加社会救助政策的
“双轮驱动”的组合配套模式的嬗变（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最后演变为扶贫瞄准机制的“县到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这一系列反贫困策略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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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３１．６５％）下降到７０１７万人
（约占农村总人口的７．２０％）。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和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全球深度
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中国深度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上，这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

农村的反贫困战略将农村发展与贫困家庭的就业和发展相结合的反贫困实践在降低贫困发生率

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贫困是社会的“癌症”，不同阶段的“癌变”形式是不同的，针对“病因”的
反贫困战略亦需要适时调整。面对政府不同阶段的异质性反贫困战略和惊人的减贫速度，我们不
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反贫困战略的“全要素”中，各要素的相对贡献率有多大呢？哪些要素对
农村地区的减贫贡献率最大？本文将进行测度和分解。

纵观有关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发展及变化的评估文献，本文发现，不同时期对反贫困问题的研
究反映了农村反贫困战略的调整和变化。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是农村地区的贫困率迅速下降的时期，

这归功于经济增长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的土地经营权的改革（洪兴建、高鸿
桢，２００５；Ｆｏｓｔｅｒ等，２０１０；陈新、沈扬扬，２０１４；韩军等，２０１５）、一系列生产和流通体制的配套改
革（郭宏宝、仇伟杰，２００５；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ｅｎｓｅｎ和Ｔｏｄｏ，２０１４；王增文、邓大松，２０１５）；也有研究将其归
因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升（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等，２０１４；李谷成，２０１５）。而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中国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反贫困绩效方面不显
著（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和Ｃｈｅｎ，２００７；夏庆杰等，２０１０；王增文，２０１０）。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经营
权政策“红利”的消耗殆尽，以及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由农村开始逐步转移到城
市，也就是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一系列有利于吸引外资加工工业及沿海开放城市优惠政策
的“落地”，使得工农产品的贸易条件产生了“剪刀差”，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亲富性”
（阮敬，２００７；王增文，２０１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随着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管控的进一步“松绑”，农村
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就业，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为抑制和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起到了重要
作用。部分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反贫困政策较为显著的原因是“候鸟式”农民工的流动给农村
带来的务工性收入（罗楚亮，２０１２；沈扬扬，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５）；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
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有限（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２００５；Ｄｕ等，２００５）。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中国
先后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等，这一系列文件
的落实为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的降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徐月宾等，２００７；阮敬，２００７；刘穷
志，２０１０）。

从相对贫困的反贫困政策视角来看，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对农
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Ｐａｒｋ等，２００２；洪兴建、高鸿桢，２００５；阮敬，２００７）。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增长极”，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加入了 ＷＴＯ，之后的研究开始侧重于从收入分
配视角展开，即反贫困战略的调整和实施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减贫作用，如金融发展对农村减贫有
正向直接的影响（Ｊｅａｎｎｅｎｅｙ和 Ｋｐｏｄａｒ，２０１１；丁志国等，２０１１），而间接影响是通过收入分配来达
到减贫效果（叶强等，２０１１；吕勇斌、赵培培，２０１４）；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中国
农村的减贫作用有限，甚至会加大相对贫困程度，王增文（２０１２）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衍生
工具的多样化，并没有促使金融向贫困群体为主的扶贫龙头企业延伸，也没有促使其相对收入的
提升。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抑制（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除此之外，财政投资拉动了中国此阶段的
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各学者对财政的减贫效应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是财政投资对农村脱
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郭宏宝、仇伟杰，２００５；徐月宾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７年以
来，随着政府公共财政对农村地区的密集投入，以农村低保、新农合和新农保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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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村地区公共转移支付的反贫困效率问题开始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
既有文献来看，存在两方面的研究证据：一部分研究文献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率
具有显著性作用（Ｓｋｏｕｆｉａｓ和Ｄｉ　Ｍａｒｏ，２００８）；另一部分文献则认为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对于降低
贫困率的作用较为有限（Ｖａｎ和 Ｗａｌｌｅ，２００４；刘穷志，２０１０；卢胜峰、卢洪友，２０１３）。

综观上述研究，本文发现，既有文献的研究切入点、研究的时间跨度以及所采用的分解变
量存在如下不足：（１）由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上述研究对反贫困
政策的评估时间大多在１到５年内，而政策效力释放时间跨度多在５年甚至１０年以上。因此，

对反贫困政策的短时间评估是有偏和不准确的。（２）由于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并非某
一项政策在发挥效力，而是一种“政策组合”的复合效应和互动效应；而既有文献大多是针对某
项具体的反贫困政策，如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等的绩效推进因素进行分析，缺
乏对整个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减排效果的复合效应评估。（３）随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变迁，中国
农村反贫困政策有的具有延续效应，而得以继续存在，有的则产生终止效应。因此，分阶段对
反贫困政策绩效的推动因素进行分析显得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在这方面显得不足。这３个方
面的不足使得既有文献对实际的减贫绩效的推动因素的筛选产生了干扰，导致主要因素的估
计产生了偏差。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ＣＨＩＰＳ），以及相关年份的《中国住户调查年
鉴》的数据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１）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分５个时间段分别对农村
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进行分析和筛选；（２）对各种农村反贫困政策进行分类，进一步探寻各类反
贫困政策的复合作用对于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３）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经济增长因素、收入分
配因素、收入再分配因素等对降低农村贫困率的作用进行非参数分解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第三部分为分不同时间阶段来分析不同
时段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第四部分是对不同阶段的推动因素进行归类，重点分析经济增
长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以及收入再分配因素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最后一部分为评价与
总结。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１．数据来源。本文拟采用的数据由三部分组成：（１）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资
料》；（２）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以及２００８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由于农村地区间物价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在分析时，根据中国不同地区
间的物价指数对相关地区间的物价数据进行了动态调整。① 从学者的相关文献和政府的相关文件
来看，中国的反贫困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１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为农村体制改革阶段，

这一阶段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调查资料；第２阶段为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该阶段为
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阶段，这一阶段中，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调查资料，

而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的数据来源于ＣＨＩＰＳ数据库；第４阶段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第５阶段为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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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来源于ＣＨＩＰＳ数据库，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
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节点选取。在节点选取方面：（１）由于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资料始于１９８０年，从农村体制
改革，如全面实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时间点来看，也是１９８０年。因此，选取１９７８年作为起始
点也是合理的。（２）部分学者将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合并成一个阶段，主要是基于这两
个阶段只是在扶贫基金的规模和方向投入上有所不同；但本文认为，随着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
话”的展开，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突变，如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突起等均会对农村的
贫困率产生影响。因此，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对于第５阶段，中国反贫困的重心又重新转移到农
村，随着密集的反贫困政策的“落地”，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比重逐步加大。因此，反贫困政策的重
心开始由初次分配领域向再分配领域转变。鉴于此，本文将２００７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将反贫困
政策绩效推动因素的测度与分解划分为５个阶段。

（二）反贫困绩效推动因素的测度与分解模型
从现有有关衡量贫困的指标来看，主要涵盖了贫困发生率（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ａｔｅ）、贫困缺口（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ａｐ）、Ｓｅｎ贫困指数、ＦＧＴ贫困指数等。这些贫困指数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区间中较好地测
度贫困的程度。但从贫困的解释力来看，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单个指标只能测度某一方面的反
贫困状况，而且很难直观解释。由于贫困现象本身非常复杂，单个贫困指标的衡量无异于用一个
点来刻画和描述一个立体几何图形。因此，为了较为全面地测度各相关要素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
推动作用，并考察各要素贡献率的大小，本文把一些综合性较强的反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求得各分
解要素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

１．贫困承受指数（ＰＴＩ）的测度与分解模型
贫困承受指数是指贫困缺口（与贫困线标准所差额度）与国民收入（ＧＮＩ）的比值大小，其含义

是整个社会承受贫困的能力，该指数越大，表示社会贫困负担越重，反之则反是。用ＰＴＩ表示贫困
承受指数，贫困缺口总额为ＰＧ，那么有：

ＰＴＩ＝ ＰＧ
ＧＮＩ＝

ｐ（ｙ－ｙｑ）
ｍｘ ＝ｐｍ

·ｙ－ｙｑ
ｙ

·ｙ
ｘ
＝Ｏ·Ｒ·Ｓ （１）

式（１）中，ｙ为农村贫困线，ｙｑ表示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ｐ为农村贫困人口总数，ｘ为

农村人均收入，ｍ 为农村总人口数，ｘ表示个体收入；Ｓ＝ｙ
ｘ
，表示贫困线与平均收入的比值，反

映的是某一农村社会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表示的是贫困线指数，Ｓ∈［０，

１］，Ｓ＝１表示一个农村社会人口全为贫困人口，如果动态序列Ｓ处于递减状态，意味着相对贫
困的缓解程度在不断提升；①Ｏ为贫困发生率；Ｒ为贫困缺口率。对式（１）取以ｅ为底的对数，得到
下式：

ｌｎ（ＰＴＩ）ｔ ＝ｌｎＯｔ＋ｌｎＲｔ＋ｌｎＳｔ （２）

ｌｎ（ＰＴＩ）ｔ－ｌｎ（ＰＴＩ）ｔ－１ ＝ （ｌｎＯｔ－ｌｎＯｔ－１）＋（ｌｎＲｔ－ｌｎＲｔ－１）＋（ｌｎＳｔ－ｌｎＳｔ－１） （３）

对式（３）进行对数变换可以得到：

９９

① 在研究相对贫困时，需要对Ｓ值进行赋值，如通常把Ｓ设定为某一固定数值，这时贫困线为相对贫困线，这个数值会随着
平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



ｌｎ（ＰＴＩｔ／ＰＴＩｔ－１）＝ｌｎ［１＋（ＰＴＩｔ－ＰＴＩｔ－１）／ＰＴＩｔ－１］≈ （ＰＴＩｔ－ＰＴＩｔ－１）／ＰＴＩｔ－１ （４）

按麦克劳林公式展开，ＰＴＩｔ－１趋近于ＰＴＩｔ 时，式（４）成立。并由式（４）可以得到，在各相关指
数变化率一定范围内，贫困承受指数（ＰＴＩ）的变化率近似地等于贫困发生率的变化率、贫困线指
数和贫困缺口率的变化率之和。

２．Ｓｅｎ－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Ｔｈｏｎ贫困指数（简称ＳＳＴ指数）分解模型
本文借鉴了Ｏｓｂｅｒｇ和Ｘｕ（２０００）对Ｓｅｎ贫困指数的分解方法，进一步对ＳＳＴ贫困指数进行分

解。用ｚｊ 表示第ｊ个个体的相对贫困大小，也就是，ｚｊ 取０和（ｙ－ｘｊ）／ｙ中较大的一个值，ｊ＝１，

２，…，ｍ。那么，ＳＳＴ贫困指数可分解为如下的形式：

ＦＳＳＴ（Ｘ，ｙ）＝ １ｍ２∑
ｐ

ｊ＝１

（２ｍ－２ｊ＋１）·ｙ－ｘｊｙ
（５）

式（５）中，Ｘ表示个体收入向量，Ｘ＝｛ｘ１，ｘ２，…，ｘｍ｝，ｘ１≤ｘ２≤…ｘｐ＜ｙ≤ｘｐ＋１≤…≤ｘｍ，其中
的变量解释同方程（１）～方程（４），由此，下式成立。

１
ｍ２∑

ｐ

ｊ＝１

（２ｍ－２ｊ＋１）·ｙ－ｘｊｙ ＝ １ｍ２∑
ｐ

ｊ＝１

（２ｍ－２ｊ＋１）·ｚｊ （６）

那么，可以将式（６）进一步变形得到：

１
ｍ２∑

ｐ

ｊ＝１

（２ｍ－２ｊ＋１）·ｚｊ ＝２ｍ＋１ｍ２
·∑

ｍ

ｊ＝１
ｚｊ－ ２ｍ２∑

ｍ

ｊ＝１
ｊｚｊ ＝ｚ（１＋Ｇｚ） （７）

由此，式（８）成立：

ＦＳＳＴ（Ｘ，ｙ）＝ｚ·（１＋Ｇｚ） （８）

其中，Ｇｚ 为向量Ｚ＝｛ｚｍ，ｚｍ－１，…，ｚ２，ｚ１｝的Ｇｉｎｉ系数，又由于ｚ＝ＯＲ，因此有：

ｑ（Ｘ，ｙ）＝ＯＲ（１＋Ｇｚ） （９）

对式（９）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Δｌｎ［ＦＳＳＴ（Ｘ，ｙ）］＝ΔｌｎＯ＋ΔｌｎＲ＋Δｌｎ（Ｇｚ＋１） （１０）

式（１０）表示ＳＳＴ贫困指数的变动率由贫困发生率变动率、贫困缺口率变动率、Ｚ的Ｇｉｎｉ系数
与１之和的变动率所共同决定。

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分解模型
一般来说，在收入分配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将会缓解社会人口的贫困程度，同样，

在经济增长一定的状况下，合理的收入分配将会降低社会人口的贫困程度。对于这一方面，已有
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Ｄａｔｔ和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１９９２）将总体人口贫困程度的变动分为三方面的要素：经
济增长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以及未知因素。经济增长因素是Ｌｏｒｅｎｚ曲线不发生转移的条件下，收
入分配因素的变动中，贫困程度变动的影响力度；收入分配因素是在人均收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Ｌｏｒｅｎｚ曲线的变动促使贫困程度的变动；而未知因素为残差项。

不妨假设存在两个时间段，分别为阶段１和阶段２，Ｑ（ｙ／ｗ，Ｌ）为贫困指数，那么，

Ｑ２－Ｑ１ ＝Ｇ（１，２；ｉ）＋Ａ（１，２；ｉ）＋π（１，２；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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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１）中，Ｇ表示经济增长因素，Ａ表示收入分配因素，π表示残差项，ｉ为基期。

Ｇ（１，２；ｉ）＝Ｑ（ｙ／ｗ２；Ｌｉ）－Ｑ（ｙ／ｗ１；Ｌｉ） （１２）

Ａ（１，２；ｉ）＝Ｑ（ｙ／ｗｔ；Ｌ２）－Ｑ（ｙ／ｗｔ；Ｌ１） （１３）

只要人均收入对贫困指数的边际效应依赖于Ｌｏｒｅｎｚ曲线Ｌ，也就是Ｌｏｒｅｎｚ曲线Ｌ对贫困指
数的边际效应与人均收入有关，则残差项便会存在。①

４．收入增长与收入再分配的分解模型
收入再分配政策，如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对于缓解贫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王增文，２０１５）。鉴于此，本文根据Ｄａｔｔ和Ｒｅｖａｌｌｉｏｎ
（１９９２）的分解方法，把绝对贫困指数变化分解为收入增长因素和收入再分配因素。首先采用贫困
线ｙ、平均收入ｘｔ和收入再分配曲线参数矢量Ｌｔ 来刻画农村贫困指数Ｑｔ，从第ｔ年到第ｔ＋ｍ 年
农村居民贫困指数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Ｑｔ＋ｍ －Ｑｔ ＝Ｇ＋ＲＡ＋π （１４）

其中，收入增长因素和收入再分配因素的计算公式如下：

Ｇ＝Ｑ（ｙ／ｗｔ＋ｍ；Ｌｉ）－Ｑ（ｙ／ｗｔ；Ｌｉ） （１５）

ＲＡ ＝Ｑ（ｙ／ｗｔ；Ｌｔ＋ｍ）－Ｑ（ｙ／ｗｔ；Ｌｔ） （１６）

三、农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及贫困的变动

（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居民收入变化趋势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率按照不变价格测算的结果为８．３８３％，②根据中国居民收
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的数据，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增
长率仅为３．８７２％（见表１）。

　　表１ 各年份段经济增长率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区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未通过Ｂ－Ｈ方法调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通过Ｂ－Ｈ方法调整）

经济增长率

（通过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阶段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４．６４０　 ２．８６７　 ９．０２３

阶段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４．５２５　 ３．９２２　 ８．４２５

阶段３：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３．９３３　 ４．１３６　 ８．２０６

阶段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４．０１６　 ３．２５３　 ８．１７７

阶段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４．４７１　 ３．８９５　 ７．６５０

总区间：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 ４．２８６　 ３．８７２　 ８．３８３

１０１

①

②

也就是说，贫困指数在人均收入和Ｌｏｒｅｎｚ曲线Ｌ之间不符合加法可分离性原理。一般来说，在考察期内人均收入与

Ｌｏｒｅｎｚ曲线Ｌ之间的关系是变动的。因此，残差项会存在。
根据相关年份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测算而得到的。



在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状况下，农村居民的总收入状况和收入结构得
到显著性改善，如表２所示，全年人均纯收入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２６５．６４４元上升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的６７０６．８７５元，上升了２５倍之多。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６．３１９％提升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３８．６４５％，提升了６．１２倍，其中，农村剩余劳动
力外出务工获得的收入占了主导，其对总收入提升的贡献率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微弱比例提升到
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８０．４５％；而从非企业组织中获得的劳动净收入却处于下降趋势。家庭经营性
收入对总收入提升的贡献率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２．２４４％迅速提升到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３９．６７４％；

从农业收入的变化来看，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从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的９１．４９２％迅速下降到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年的７．５６３％。其余变量如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只有政
府补贴性收入指标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呈现出负值，直到２００７年开始，这个指标的贡献率才变为正
值，但贡献力度依然较小，这主要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优先、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战略有
关。近十年以来，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开始逐步倾向于农村地区，“工业反哺农业”使得政府补贴性
收入对农村居民总收入的贡献率开始转为正值，并趋于上升。

　　表２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及各部分收入变化率

收入构成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１．全年人均纯收入（元） ２６５．６４４　 １６４５．４７５　 １９１５．５５　 ２７５３．５４３　 ６７０６．８７５

２．工资性收入（％） ６．３１９　 ８．５９０　 ２３．３８０　 ３１．７５１　 ３８．６４５

（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净收入 ６．３１９　 ８．２０３　 ５．６０９　 ５．８８７　 ２．９８８

（２）在本地企业中劳动得到的净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８．４２５　 ８．５３０　 ７．７８４

（３）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净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９．３４６　 １７．３３４　 ２７．８７３

３．家庭经营性收入（％） ２．２４４　 １２．７５０　 １３．４０９　 ３３．８４１　 ３９．６７４

４．从农业中获得的净收入（％） ９１．４９２　 ７２．８７３　 ５８．１４５　 ２８．８３７　 ７．５６３

５．财产性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０　 ０．５０３　 ０．７９２

（１）利息收入与集体分红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２）租金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４　 ０．３２７　 ０．４６８

（３）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２　 ０．４９７

６．转移性收入（％） ０．０３２　 ７．８５３　 ６．０８０　 ７．９５４　 ９．６３０

（１）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 ０．０００　 ６．５６３　 ５．１８５　 ６．３２８　 ６．４３４

（２）农村外部亲友赠送 ０．００２　 ０．９３０　 ０．８３４　 ０．８４４　 ０．０４９

（３）离退休养老金 ０．０３０　 ０．３６０　 ０．０６１　 ０．７８２　 ３．１４７

７．政府补贴性收入（％） －０．０８７ －２．２３０ －１．１８４ －２．８８６　 ３．６９６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相关年份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测算得到：由于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的数据

并没有完全区分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及非农业收入，本文根据比例进行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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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变化趋势
本部分将进一步考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不同收入层次上的变化趋势，并分析该变化趋势对

贫困的影响效应。图１报告了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各十分位数点上的变化状况。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在各十分位数点上的变化差异不大。但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稍高，

但在此期间内，人均收入的均值提升了３３．０９个百分点。从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以及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这４个时间段各分位数上、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村家庭收入增长
率的变化状况来看，处于第２０％分位数上的家庭（也称为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率是下降的；

而处于第８０％分位数上的家庭（或称为富裕家庭）收入的增长率是上升的，而且增长率高于中等收
入农户（第５０％分位数上的农村家庭）。

图１　不同年份各十分位数点上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相关年份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测算得到。

图２报告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不同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布状况。收入分配差距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上升幅度较大，之后开始逐步缩小，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后，农村居民收入
分配差距又被进一步拉大，之后，中国农村的Ｇｉｎｉ系数虽然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但却一直处于０．４
水平以上。因此，１９９４年以来，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较为严重。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相关年份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测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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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贫困变化趋势
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的阶段是阶段１和阶段２（见图

３），阶段４的贫困人口规模及贫困发生率的变动率较小，这是由于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农村地区用较
高的低收入线取代了１９８０年以来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使得贫困人口规模及贫困发生率有了一定
幅度的提升，但从阶段５来看，从２０１０年开始，贫困人口规模及贫困发生率又开始迅速下降。不同
阶段农村主要贫困指数及其对数变动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分布

　　表３ 不同阶段农村主要贫困指数及其对数变化 单位：％

贫困指数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贫困发生率 ０．２３４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８

贫困缺口率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２　 ０．３７８　 ０．３９２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贫困线指数 ０．７４０　 ０．５０３　 ０．３３２　 ０．２７３　 ０．２５３

贫困发生率变动 －０．５３２ －０．９４３ －０．５１６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６

贫困缺口率变动 －０．０５２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６　 ０．３３７　 ０．３７０

贫困线指数变动 －０．２６３ －０．４６９ －０．５０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２

贫困承受指数变动 －０．８４７ －１．２１９ －０．８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２

ＳＳＴ指数变动 －０．５４２ －０．６８７ －０．７１４　 ０．２４０　 ０．２６３

　　注：（１）ＦＧＴ贫困指数的测算标准是α＝２；（２）所有的变动数据指的是取对数后的变动；（３）绝对贫困线是以历年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官方贫困县为标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国家统计局用较高的低收入线取代了１９８０年以来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从２０１０年开始，

国家按照每天两美元的标准来制定贫困线。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相关年份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库（ＣＨＩＰＳ）测算得到。

贫困发生率由第１阶段的２３．４０％迅速下降到第２阶段的１１．６０％，减少了５０．４３％，农村贫

困人口规模减少了１亿多。从其他衡量贫困的指数来看，Ｓｅｎ贫困指数、贫困缺口率以及ＦＧ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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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指数具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是有效的。从阶段２到阶段３的贫困

指数变化来看，贫困发生率从１１．６０％下降到９．３０％，下降了１９．８３个百分点。虽然与第１阶段相

比，效果不明显，但从贫困人口分布、贫困类型以及扶贫政策的动向来看，反贫困政策还是有效的。

ＦＧＴ贫困指数和Ｓｅｎ贫困指数分别下降了１８．１８％和３４．３８％，表明农村贫困深度下降较为显著；

贫困缺口变动率却上升了，这表明，中国农村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的贫困强度在上

升。因此，农村的反贫困政策在阶段２和阶段３期间的减贫效应集中体现为贫困人口总数的减少，

而非贫困强度的减弱。从第４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的相关贫困指数的变动来看，Ｓｅｎ贫困指数、贫

困缺口率以及ＦＧＴ贫困指数分别均有所上升。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具有大幅度提升，农村贫

困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从第５阶段的贫困指数来看，由于考虑到物价等因素的上升，贫困线标准

提高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从２．３％上升到７．８％。Ｓｅｎ贫困指数从３．０％下降到２．８％；而贫困缺口

率却上升了３．３０个百分点，较之前４个阶段贫困缺口在相对下降，说明贫困强度恶化的状况得到

缓解。从５个阶段ＳＳＴ指数加对数变化状况来看（见表３），贫困承受指数和ＳＳＴ指数均呈现出先

下降后上升的“Ｕ”型变化趋势，第４阶段和第５阶段的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及贫

困社会负担在上升。从第１阶段到第３阶段，主导贫困承受指数和ＳＳＴ指数的主要指标是贫困发

生率。从贫困缺口率的变动趋势来看，这样的反贫困政策所起的作用仅仅局限于贫困人口总量的

下降，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强度的下降。因此，中国农村地区的“返贫”现象非常凸出，有的农村

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甚至呈现出“钟摆式”反弹。因此，现阶段必须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反思和评价

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

四、农村反贫困绩效推动因素的分解和检验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本部分将分别考察经济增长因素、收入

分配和再分配因素分解模型的实证结果。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农村地区反贫困政策中，经济

增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再分配政策如表４所示。

表５报告了不同年份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因素（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的贡献率分

解结果。在不同阶段，收入分配因素均会导致农村贫困指数的上升，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增长因素

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率的缓解力度在逐渐减弱；从阶段４和阶段５的贫困缺口率来看，经

济增长因素不但没有降低农村贫困缺口率，反而促使其上升。这恰恰印证了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

蒂的“贫困化增长”（ｉｍｍｉｓｅｒｉｓ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即越增长越贫困的“悲惨的增长”的结果；而分配因素引

起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等指数的降低能力却在增强，经济增长因素在缓解农村贫困方

面最为有效的阶段是前３阶段，即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以及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第１阶段

农村体制改革，即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阶段，这是农村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见表６）。这次

改革对于农村的整体贫困率的降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２阶段也是中国农村贫困下降较快的时期，这一阶段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战

略，扶贫政策主要是和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从平均分配扶贫资金转向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放宽

地区间农村居民的迁移限制，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对于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

仍占主导，而收入分配和收入再分配因素所起的作用在迅速提升，在降低贫困发生率方面，收入增

长因素与收入再分配因素已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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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经济增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及人口变动因素

阶段 经济增长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再分配政策

阶段１：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

价格调整；专项资金扶持极端

贫困地区

靠土地获取农业收入，大致

上平均分配扶贫资金

针对特定人群实施的社会救

助救济

阶段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资金、技术、物资和培训相结合的

综合性投入；科技扶贫项目；信贷

优惠；财税优惠；定点帮扶政策

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以工

代赈资金；工资性收入；人力

资源开发和培训

针对特定人群实施的社会救

助救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俗称“旧农保”）

阶段３：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扶贫贴息贷款；扶贫发展基金；

东部对口支援西部；信贷优惠；

国际合作扶贫；异地开放政策

以工代赈资金；工资性收入；

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针对特定人群实施的社会救

助救济；“旧农保”实施到宣布

失败

阶段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国际合作扶贫政策；社会扶贫

资金动员政策；异地开放政策；

放开农产品销售价格；免征开

发性企业所得税

专项扶贫基金；工资性收入；

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针对特定人群实施的社会救

助救济；“希望工程”“康复扶

贫工程”“博爱工程”；农村危

房改造

阶段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减免农业税；放开农产品销售

价格；国际合作扶贫政策；免征

开发性企业所得税；实地开发

政策；特色优势产业（１户１项

目）

专项扶贫基金；工资性收入；

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种粮

直补

农村低保政策；农村新农保政

策；农村新农合政策；农村大

病医疗救助政策；农村危房改

造；贫困地区三级医疗卫生网

络健全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历年中央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整理而成。

　　表５ 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的分解（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

贫困指数 所有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 收入分配因素 残差项

阶段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贫困发生率 －０．１２７０ －０．２７８８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００

贫困缺口率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４８３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０４３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１

阶段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贫困发生率 －０．１０２０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０

贫困缺口率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２８０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３０３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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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贫困指数 所有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 收入分配因素 残差项

阶段３：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贫困发生率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７

贫困缺口率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２５４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３４０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７

阶段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贫困发生率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０６３

贫困缺口率 ０．１１９２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１１９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３０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１３

阶段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贫困发生率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５０

贫困缺口率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８５０　 ０．０１０４

Ｓｅｎ贫困指数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２０

ＦＧＴ贫困指数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０１０

　　注：阶段１是以１９８０年为基年，阶段２是以１９８６年为基年，阶段３是以１９９４年为基年，阶段４是以２００１年为基年，阶段５是

以２００７年为基年。

　　表６ 中国农村反贫困绩效因素（收入增长和收入再分配因素）贡献率的分解

贫困指数 所有因素 收入增长因素 再分配因素 残差项

阶段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贫困人口数 １．３９％ －５．６６％ ９．２０％ －２．１５％

贫富差距 －０．７４％ －１．４３％ １．６７％ －０．９８％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１．０３％ －０．７２％ ０．１６％ －０．４７％

阶段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贫困人口数 ２．１３％ －４．７３％ ８．７５％ －１．８９％

贫富差距 －１．６３％ －２．０３％ １．２５％ －０．８５％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２．００％ －１．２３％ ０．２０％ －０．９７％

阶段３：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贫困人口数 －５．４３％ －９．８０％ ２．５３％ １．８４％

贫富差距 －３．１２％ －２．９１％ －０．６９％ ０．４８％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１．４０％ －０．２５％ ０．１９％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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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贫困指数 所有因素 收入增长因素 再分配因素 残差项

阶段４：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

贫困人口数 －９．７９％ －１１．２３％ ５．７９％ －４．３５％

贫富差距 －３．３８％ －２．７９％ １．１３％ －１．７２％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２．３８％ －１．３５％ －０．２６％ －０．７７％

阶段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

贫困人口数 －９．１１％ －１１．９６％ ６．７０％ －３．８５％

贫富差距 －３．４４％ －２．７６％ ０．９８％ －１．６６％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 －２．２６％ －１．２８％ －０．２７％ －０．７１％

　　注：阶段１是以１９８０年为基年，阶段２是以１９８６年为基年，阶段３是以１９９４年为基年，阶段４是以２００１年为基年，阶段５是

以２００７年为基年。

第３阶段中，由于反贫困政策继续延续第２阶段的开发式扶贫的反贫困模式，这只是在规模和
方向方面有所差异，针对的主要是一些集中“连片”的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这一阶段的经济
增长因素和收入再分配因素对于降低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出与第２阶段相类似的趋势。从第３阶段
开始，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农村
地区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６的残差项变化来看，家庭规模、城乡户籍人口比例等因素会
对农村的反贫困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第４阶段和第５阶段收入再分配因素对贫困的贡献率远大于经济增
长因素的贡献率，也就是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负面影响效应已经超过了经
济增长因素的正向效应。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有缩小的阶段，即阶段３，这个
时段收入差距在减小，即使经济增长率为零，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会降低。再从收入再分配因素对
农村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来看，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始终为正值，贡献率较大的阶段为阶段１和阶段２，

２００７年中国农村地区实施了如农村低保、新农合和新农保等一系列的再分配政策。再分配因素对
缓解贫困的贡献率较前几个阶段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表明，在所有的反贫困政策中，收入分配
因素、收入再分配因素发挥的作用在逐步下降，这一方面是与贫困人口的结构有关，如农村贫困人
口中，老弱病残人口所占比例逐步在提升；另一方面也与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有关，即经济增长因
素发挥的作用日益有限，再分配政策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而且，表５和表６显示收入增长，虽然能
够缓解贫困，但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致使贫困率再次上升。

五、总结与评价

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到大规模开发式扶贫、从扶贫的攻坚阶段到“县→村”的“瞄准式”扶
贫、从“农村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的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到２０１５年的“精准”扶贫，中国农村反贫
困的“政府模式”已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农村反贫困组织管理系统在世界上是独特的，从世
界上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把反贫困作为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和职
责。中国特有的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以及起到主导作用的反贫困策略与路径在农村反贫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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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出其独特的优势。本文通过对相关因素的分解和测度，深入剖析了各类相关因素在不同扶
贫阶段所呈现出的减贫效应。农村反贫困绩效推动因素的参数与非参数检验分解以及检验结果
显示：

（１）从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量在大幅度下降，但从本文分５个阶段贫困强
度的分解变化趋势来看，农村贫困强度在逐渐增强。总体上来看，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三十多年以
来的扶贫方式是粗放的，农村反贫困资金和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不完全是农村赤贫群体。农村开
发式扶贫基金的流向也并不完全是扶贫龙头企业。①

（２）从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因素、收入分配因素和收入再分配因素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贡献率
来看，经济增长因素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率的降低作用在逐渐减弱。从阶段４和阶段５
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因素不但没有降低农村贫困率，反而促使其不断上升。收入分配因素和收
入再分配因素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率的降低能力却在迅速上升。这表明，经济增长对于
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的“红利”已发挥殆尽，特别是从第５阶段来看，其发挥的作用已经为负。这一
方面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结构有关，如老弱病残等人口所占比重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也与农村贫困
人口的区域分布有关，农村“连片”贫困区域在逐渐减少，而使得“零星”的贫困户分布较为分散。

因此，收入分配因素及再分配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本文的测算和分解结果还显示，

在阶段３到阶段５的过程中，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减小时，即使经济增长率为零，农村贫困率
依然会降低，而且，第５阶段的再收入分配因素对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提升贡献率较前几个阶段要
大。这主要是基于２００７年以来农村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如农村低保、新农合和新农保、农村大病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的实施。

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心已经落到农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
“焦点”，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２０１５年，新的扶贫阶段已经开始，区别于前５个
阶段，新阶段的扶贫典型特征是“精准”，即“精准”扶贫，它与粗放型扶贫是对称的，从扶贫模式和
扶贫动向来看，收入分配因素和再分配因素已经融入新阶段扶贫的理念中。本文测算、分解和分
析了五阶段扶贫的农村反贫困绩效的推动因素，以期对新阶段的扶贫工作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也
是本文的写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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